
 

第 1页 共 7页 

学习时报/2017年/3月/6日/第 003版 
采访实录 
 

“为群众做实事是习近平始终不渝的信念”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采访组  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对象：陶海粟，1969 年从北京清华附中到陕西省延川县段家圪塔大队插队，1971 年被
招聘为干部，曾先后任县团委书记和公社书记。1978年 2月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央书记
处研究室工作。现为摩科瑞能源集团亚洲区执行董事兼中国公司董事。 
    采访日期：2017年 2月 8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您是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请问您和习近平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陶海粟：我是 1971年从插队的村里被招聘为县上干部的。记得是 1972年，我作为县上派驻
文安驿公社上文安驿大队的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八九个月的路线教育工作。其间，听人说这个公

社梁家河大队的北京知青里，有习仲勋的儿子，还有雷英夫的两个儿子，表现都不错。这引起我

的兴趣，因为他们的父辈都是传奇式的人物，我挺想结识一下他们的。 
    虽然当时他们都顶着“黑帮子弟”的帽子，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习仲勋和雷英夫
这样的人会是“反党分子”。上山下乡前，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

心，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事见得太多了。有一次我们参加在工

人体育场举行的批判大会，江青在台上讲话时恶狠狠地说：“余秋里是贺龙的人”，当时贺龙已经

因为“反党”被打倒，而那天余秋里就坐在离江青隔几个座位的主席台上（余当时是参与中央领

导工作的）。这让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动辄给人戴帽子简直像儿戏一样，所以我对他们那些“反

党”帽子也就不当回事了。 
    有一天我抽出时间，自己到梁家河登门拜访了他们。在梁家河村一间黑咕隆咚的破窑洞里，
他们三个正好都在。当时，梁家河的十几个知青，大部分都已经当兵或招工走了，另有几个没走

的也待在北京不来，只有习近平和雷氏兄弟还在村里。我进了窑洞，第一眼就看见炕上、窗台上、

箱子上，到处都堆着一摞一摞的书。聊天过程中，我随手拿起一摞书最上面的一本《共产党宣言》

打开翻了翻，只见里面几乎每页边空上都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字体写着批注，扉页上有“雷英夫”

的签名。当时我暗自称奇，心想“共产党的干部里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有这样的干部，他们
孩子们的窑洞里到处堆着书自有其道理了。 
    采访组：当时他们给您的印象是什么？ 
    陶海粟：他们三个人给我的最初印象是都很诚恳实在。习近平当时只有十八岁，比雷氏兄弟
俩分别小四岁和两岁，但他看起来很稳重，讲起话来有自己的定见，不轻易附和别人，又不咋呼

张扬。我认识近平的时候，他已经走出了刚下乡时曾有过的一段迷茫徘徊阶段，心态比较稳定了。 
    从那以后，尽管交通和电话都很不方便，我和他们还是尽可能保持着联系。有机会时，我会
到梁家河看他们，他们到县里办事，也会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那时业余生活非常贫乏，我和他

们几个在一起，基本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我记得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有这么几个：一是听他们讲

他们父辈的故事。例如有一次，习近平对我们讲起解放初期他父亲在西北地区处理少数民族问题

的故事。他父亲当时力克“左”的倾向，反对照搬内地的经验，对西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采取了

实力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被毛泽东赞为比诸葛亮七擒孟获还高明。这类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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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于他父亲当时的处境，社会上是根本听不到的，所以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习近平在讲起

这些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对父亲深深的爱戴之情。 
    二是交流互换“小道消息”。我们几个人都对政治有着浓厚兴趣，而当时国家的政治生活极
不正常，报刊广播上宣传的东西人们普遍不感兴趣，“小道消息”成了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重要

渠道。由于他们几个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他们的“小道消息”资源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在

这方面我是听多讲少。那时的“小道消息”中，议论江青、讥讽“四人帮”的很多。他们几个对

国家当时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虽然由于家庭的关系，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都入不了党，

但我多次听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不能光停留于议论抱怨，要争取入党，在党内发挥驱浊除弊、

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交流各自读的杂书的心得。这方面的很多细节记不清了，但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都在读
的《世界通史》时，议论到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人物，雷平生眉飞色舞地大谈“锤子阿炳”这个人

物，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外一些历史人物在困境中个人奋斗的故事，

分别后习近平还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继续谈论这个题目，并在信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之所以愿意接近他们，并保持了长久的相互信任和友谊，是因为我们存
在一些共同点，有很多共同语言。 
    第一个共同点是，比起北京，陕北农村给我们提供了政治上相对宽松、能够发挥个人潜力的
天地。说实话，我们几个谁也不是怀抱“防修反修”、把自己锻炼成红色接班人的崇高理想去农

村插队的，而是身不由己，没有其他路可走。习近平和雷氏兄弟的父辈都是党内残酷斗争的牺牲

品，当时都被关在监狱里。去延川之前，习近平已确定要被送到少管所，只是因为当时少管所人

满为患，让他先等着；雷榕生当时正在“黑帮子弟学习班”里关着，丧失了人身自由。对他们的

家庭和他们自己来说，北京的环境可以说是“风刀霜剑严相逼”，去陕北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解

脱。我在北京时的境况没有他们那么艰难，当时我父亲是军事院校的教员，但不是党员，祖辈又

是地主，所以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冷遇，心情不愉快。上山下乡前，有一个招兵机会，我想报名

参军，当时驻我们班的工宣队的人当着好多同学的面挖苦我：“还想参军呢？也不看看自己什么

出身!”另外还有十几个北京工厂的招工名额，但都被出身好的同学占据了，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没
有一个下乡插队的。所以给我留下的唯一道路就是去农村了。到了陕北以后，我们都感受到，那

些解放三十多年了仍然称自己为“受苦人”的淳朴的陕北老百姓，却对我们张开了臂膀，敞开了

心扉。在他们眼里，评价一个知青，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而且经济文化极端落后，任

何一点儿简单的知识，比如知道氮磷钾的区别，都能派上用场。因此，虽然在那里过着近乎原始

的艰苦生活，可我们却感觉来到了一个新鲜的、前景上有着更多可能性的天地。 
    第二个共同点是，我们都不甘于平淡生活，觉得人活一世，总要干点儿什么，做一番事业。
这种想法，当然和那时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和熏陶不无关系，但更是由于读书学习，向往历史上

那些建功立业的人物的多彩人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们那些“修齐治平”“先忧后乐”精神

的认同。 
    第三个共同点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志当存高远，但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
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当时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上大学。我们几个都没有完成中学的学业，因此

都梦寐以求地希望能上大学，用现代知识充实自己的精神和头脑。上大学这件事，当时是超出我

们自己的掌控的。1972年时曾有大学来招生，当时虽然名义上实行群众推荐制，但梁家河有一个
知青被招走了，村里领导和习近平他们却根本不知情，直到那个知青临走才知道。后来才听说，

那个知青的父亲是北京教育系统的一名负责人，那次给梁家河的招生名额是“戴帽下达”的。我

也是几次申请上大学，但因为当了干部，县里不放。对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内心深处

都是想走的，并没有把“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作挂在嘴上的口号；如果因为各种客观原因走不了，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应该消沉应付，而是应该把身边的事情尽量做好。基于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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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个先后上大学前，都在队里踏踏实实干活、工作，都入了党。雷榕生做了大队的团支部书

记，雷平生做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习近平做了大队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您为什么推荐习近平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 
    陶海粟：其实选调习近平去赵家河搞社教工作，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推荐他当干部了。1973年
初，我是团县委副书记，当时县团委需要补充干部，我就向团县委书记刘云清推荐过习近平。刘

云清说：“可不敢!（陕北方言，意为“可不能这样做!”）你是个地主，我是个上中农，你再弄个
黑帮子弟来，那还了得!”这里要说明一下，当时农村很讲阶级成分，每个人的“成分”都是由过
去土改时划定的家庭成分沿袭下来的，所以即便父辈没有务过农，但祖辈的成分就是我们自己的

成分。延川县委能用我这样成分的人当县团委副书记，已经是很有魄力了，如果县团委干部的家

庭成分全都不好，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确实不好办，所以我对我们书记的顾虑也很理解。 
    1973 年下半年，我当了县团委书记。几个月之后，延川县委开始酝酿筹备，计划继 1972 年
对部分大队进行社会主义路线教育活动之后，在来年开展第二批活动，抽调县社干部组成工作队，

在县委统一指挥下，到另一批大队去蹲点整顿。当时的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是县委安排的第

二批预定进驻的大队之一。因为赵家河原来就是我们县团委蹲点的大队，所以县里让我们组成一

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我被任命为队长，还需要一个队员，这个队员可以是脱产干部，也可以是

不脱产干部。这时我又想到了习近平，就和他商量，由我们两个组成一个工作队，进驻赵家河大

队开展工作。习近平说：“我还是团员，不是党员。”我跟他说：“没关系，县上并没要求每个工

作队员都是党员。”他又很实在地说：“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我说：“没问题，我是队

长，出了什么问题自然由我负责。你放手干就是，干得好算你的，干不好算我的。” 
    我当时之所以推荐他有两个因素。第一是从工作方面考虑，我们需要得力的人手把分配给县
团委的整顿大队工作搞得好一些，我了解习近平的为人和见识，相信他能胜任。第二是从他个人

方面考虑，我非常想给他创造一个“锥处囊中”的机会。因为创造条件使他发挥才干，才能让县

社干部更多了解他，以后被推荐上大学或是当干部，机会都会更大些。 
    到赵家河搞社教的事情定下来以后，经过县上和公社必要的会议和培训，1974年春节过后，
各个工作队就开始进驻各自的大队了。我当时因为县上还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习近平就只身先去

了赵家河，那个时候他是二十岁。我过了几天才去。 
    采访组：从您的角度来看，他在赵家河干得怎么样？ 
    陶海粟：曹谷溪在他的访谈中已讲过习近平在赵家河修厕所的故事，这确有其事。习近平曾
说过知青在农村要过四关，我看厕所关可以作为第五关。赵家河大队公窑外面的厕所，过去非常

简陋，又脏又臭，难有下脚之地。我比习近平晚几天到赵家河，一到大队部外就看见他正在修那

个厕所。我当时还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之前经常来村里住这孔公窑，却从没想到要把厕所修一

下。 
    那天晚上，我和习近平就在大队的公窑里，召集队里的干部、社员开会。那是我头一次听到
他以干部身份给群众讲话，他讲得很有条理。虽然那个时代口号满天飞，但他讲得实实在在，没

有什么虚头巴脑的东西，特别是还讲着一口比我地道的陕北话，使我感到他挺善于跟群众沟通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在这里整队，我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因为我还有全县团的工作要招呼，所

以不能天天在村里，只能过一段时间来一次。就这样，赵家河大队历时七八个月的社教、整顿工

作，实际上习近平承担了主要部分，而且我在当年六月就被调到张家河公社去当党委书记了，习

近平独自一人做完了其后的全部工作，直到收尾验收（当然还是在县委和冯家坪公社党委的指导

下，重大事情还是要公社批准的）。冯家坪公社对赵家河的整队工作很满意，结束后要留习近平

在那里继续工作，但他插队所在的文安驿公社不同意，把他要了回去，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支部

书记。 
    习近平在赵家河带领群众办识字夜校、打坝以及他和群众的密切关系等等，你们采访的赵家
河村民已经说得很多了，我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另一方面的事情。那时“文革”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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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批林批孔”的高潮时期，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

所谓的“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但我和习近平在赵家河

期间，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到什么“阶级敌人”，也看不到什么“资本主义倾向”，所以包括我们共

同工作期间和此后习近平独立负责期间，我们没有开过一次批判会，也没有斗争过任何人。当时

农村各个地方通行的做法是，即便没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迹象，但只要某个时候需要营造斗争

气氛了，就会把村里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拉出来揉搓一遍，这些人永远是一些人搞“阶级斗争”的

现成靶子。赵家河虽然也有过去的富农，但岁数都很大了，而且都是老老实实干活的人，我和习

近平觉得无故欺负人家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 
    那一年，按上面的说法，最大的阶级斗争任务就是“批林批孔”。可是老百姓对那些“抑孔
尊法”“抓现代大儒”之类的东西，说实话根本弄不明白，也不感兴趣，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多打



 

第 5页 共 7页 

回事，后面还有关口，到底能不能上还是未知之数，谁也不能给他打保票。在这种抉择的当口，

他做出三个志愿都填清华的选择，表现了独特的性格和自我人生设计上的理念。他这么做，加大

了能不能上大学的不确定性，但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就是因为上不了大学在农村继续干下去，

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不像很多人那样，把待在农村看得凄凄惨惨戚戚，能有离开机

会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顾得上挑挑拣拣呢。经过七年的磨练，他在这里已经有情似亲人、贴心

知己的父老兄弟，已经有殚精竭虑、日思夜想的干不完的事情，即便走不了又有什么呢？在他被

批准上大学、梁家河乡亲们依依不舍他离开时，他甚至跟乡亲们说出过“要不然我不走了，继续

留下来干”的话，我相信那是肺腑之言。 
    习近平临走之前，我正好在县上开会，和他在县委招待所里话了别，我送给他一个笔记本，
出了门目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远去的身影，心里有一丝怅惘，但更多的是为他走上了人生

的新阶段而高兴。不管等待着他的前路是什么，我相信他是做好了准备的。 
    采访组：他上大学时你们有联系吗？ 
    陶海粟：1977年冬天，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第一次招生考试，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
第二年春天，我到北大入校后，不久就去清华大学找习近平。他把我带到学校附近五道口一个饭

馆吃饭聊天。当时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刚刚开过的党的十一大正式宣布了“文

革”的结束，但仍然坚持了“文革”中形成的某些错误的方针政策。我们俩那天的长谈中，基本

上都是在谈论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也谈到了他毕业后的去向问题。他明确表示，他不准

备做和化工专业相关的技术性工作，还是要进入政界，继续在陕北农村就早已立下的志向，做一

些更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 
    习近平在清华的同班同学、毕业后曾担任过陕西渭南市长的仵西居，在 2012 年那次和习近
平一起吃饭时和我相识，此后我们来往很多。他曾经和我说起过习近平和他同学时的一些事情。

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大班，后来大班分成两个小班，习近平任其中一个小班的党支部宣传委员，

他是组织委员。他说习近平在清华时的生活特别简朴，同学三年多，他从来没见习近平穿过新衣

服，使他感到很惊奇，因为仵西居自己是从农村来的，有时还会穿新衣服。他还说，习近平在学

校时，在专业之外广泛阅读政治经济类书籍。那时候，仵西居从家里带到学校一本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近平见到后就跟他借阅，后来仵西居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了。他还特别讲到，习近平

在政治上也非常稳重成熟。当时，清华大学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四人帮”对清华管控很

严。1976年发生的纪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的“四五运动”期间，他们班里有好几个北
京同学也参与其中，传抄了天安门诗词。习近平在北京同学里面威望是很高的，他给那几个同学

做了很多工作，同情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提醒他们要注意策略，注意保护自己。仵西居是这次事

件之后负责清查工作的，正是由于习近平配合做了一些有效的工作，那几个同学得到很好的保护，

都没有受到伤害，顺利过关了。这次事件以后，“四人帮”就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新一轮折腾。当时清华各级都成立写作组，有组织地写作批邓文章，仵西居询问习近平的意思，

习近平当即就以自己不善写作为借口，拒绝参加。（下转 4版） 
    采访组：习近平担任耿飚的秘书一段时间以后，他决定到正定工作。您了解他当时为什么要
去基层吗？ 
    陶海粟：1982年初，我快从北大毕业的时候。一天，习近平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他跟我
说，他决定要下基层、回农村去工作。他还说，他向耿飚谈自己的打算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

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我说，他之所

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

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七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

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 
    说了这些想法之后，他还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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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

动，但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选择从政道路的人谁都明白，虽然都希望在这条路上能不断进步，

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开创更大的事业，但能否如愿不光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还有各种外在的环

境因素和机遇因素制约，这是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路。当时由于十年动乱对干部队伍和大学教育

的摧残，干部队伍青黄不接，有一批高干子弟通过特殊途径得到快速提拔，被称为火箭式的干部，

比起下基层，这似乎是一条不确定性较小、快速占据制高点的路。但习近平不愿意走捷径，他觉

得自己虽然做过大队支部书记，但积累的到底是最基层的工作经验，历练和视野还不够全面，从

县一级起步会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虽然这样做，前面的路不确定性很大，但这里又一次显示了习

近平在人生道路抉择和自我设计上的不同常人之处，因为不管从政道路的前景如何，在基层为群

众做实事的权利总是不会被剥夺的。只要有这一条垫底，而且为群众做事又是自己的乐事，那么

个人前程的不确定性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我看他下去的决心已定，就对他说：“那好啊，你既然已经决定要下去，我给你带一个人来，
给你介绍一下农村改革的情况。”我说的这个人是我在北大的同班同学邓英淘，他当时是农村发

展研究组的成员，这个研究组主要由在农村插过队的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已经在全国各地农村

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中央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习近平同意后，第二天我就和邓英淘从

学校骑自行车又到了习近平家里。那天，邓英淘跟习近平谈得很投机，给他分析了农村改革的形

势，提了很多建议，习近平听了觉得很有帮助。三十年之后，2012年习近平和我见面时，还跟我
提起这件事。当时邓英淘刚刚去世，习近平表达了惋惜之情，并告诉我，他还读过邓英淘写的书。 
    习近平去正定后不久，我也从北大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工作。几个月
后，我记得是夏秋之际，习近平有一次从正定回北京办事，又把我叫到他家里去，和我聊他在正

定工作的情况。当时我看他情绪很好，谈起正定的各种事情带着一种兴奋的语调。虽然去的时间

还不算长，但他已经对推进正定的经济文化建设形成了很多设想，其中之一是在正定建一座荣国

府，那次回京就和推动这个事情有关。 
    1992年我去福州看习近平时，他和我说起过他在正定任职时的一件事。那是在他担任了正定
县委书记之后，有一次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邀请了三个县委书记去他那里座

谈，这三个书记都是从北京下到农村工作的年轻干部。会上三个人分别汇报了所在县经济改革的

情况和各自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会后当天晚上，有熟人就打电话告诉习近平，老杜听了三个县委

书记的汇报后说：“还是小习讲得最实在。”我听了这个事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因为在陕北农村

共事时我就知道，习近平做事总是沉稳务实的，他不喜欢“三把火”“三板斧”式的工作方法，

而是讲究吃透实际情况，循序渐进。 
    2012年时，他在饭桌上还和我们说起，当时有一个外县的县委领导带代表团到正定来交流改
革经验，所有团员都是西装革履，并且在和正定的干部交流时鼓动正定干部也应该都穿西服。习

近平没有接受这样的建议，因为他虽然不反对穿西服，但这终究是表面的东西，没有必要把这作

为改革的措施来强求一律。他还说起与此相关的一件趣事，他刚到正定的时候是县委副书记，书

记是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老干部，习近平对他很尊重。习近平那时经常穿一件军大衣，戴一顶

鸭舌帽，有一次老书记请他到家里，坐在炕头上喝酒，老书记说：“你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

个帽子⋯⋯”习近平听了后，觉得这不是大原则问题，就欣然听从了老书记的建议，不再戴那顶

帽子了。 
    我的一个朋友吕日周当时是山西原平县委书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到正定搞过调研。他
最近告诉我，他当年到正定调研时接触到的干部群众，普遍对习近平给以很高评价，有的年纪大

的农民说，近平是我们农民的儿子；年轻人则说，近平待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吕日周跟习近平在

正定谈了很多，他说习近平当时曾跟他说：“我们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

结合，才能把水分蒸发掉，得到真正的知识。”吕日周至今对这几句话印象深刻。 
    今天就先谈这些吧。最后我想说几句的是，我和习近平的友谊虽然延续了几十年，但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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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很少的一些片段而已，不过就从这些不多的片段中，我确实感受到，

为群众做实事是他始终不渝的信念。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什么被灌

输的教导，而是早在陕北七年里，在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挣扎着生存的普通老百姓牵手

共度时艰中，就油然而生的、铸入血液中的信念。对他来说，这不是自己升迁业绩的筹码，而是

没有其他任何兴趣能够替代的人生乐事。毋庸讳言，习近平在陕北的七年正处于我们国家一个特

殊的时期，一个黑白颠倒、美丑错乱的时期。但是，在延川这个全国贫困县的贫瘠土地上，却在

同时期中走出了习近平、孙立哲、路遥、史铁生等一批不甘平庸的青年，这并不是“文革”的成

果，不是极左路线和乌托邦理论的成果。中国自古以来，不管是在盛世还是衰世，不管环境多么

荒谬，总是有悬壶济世的良医出现，总是有“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出现，这是我们的民族能

够生息绵延的脊梁所在。我们现在回忆这些青年人当年的脚步，不是歌颂什么虚幻的口号和运动，

而是认可那些在艰难困苦之中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的意义、“男儿当自强”的精神。 
    2008 年我在北京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曾对他说：“我跟你认识这么多年，我想把我知道的关
于你的故事写一写。”他当时笑着对我说：“我还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的话我完全能够理解。

习近平行事低调，从不愿意过多宣传自己，他在福建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此前已经拒绝过大概

上百次采访。加之现在他肩负重担日理万机，讲他的故事这样的事确实算不上什么急务。不过我

觉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让老百姓更多更深入地

了解我们的领导人，不仅看到他们在台上作大报告的样子，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的甜酸苦辣和内心

世界，也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之意。所以，我觉得中央党校做这个系列采访实录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 


